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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翻译生态学角度解读严复译著 《天演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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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翻译生态学将翻译学和生态学有机地结合起来，利用生态学的模式，解释翻译现象。严复

《天演论》的问世，离不开当时特定的翻译生态环境，同时严译本 《天演论》也发挥了相应的翻

译生态功能，其翻译过程充分体现了生态学中的限制因子定律、耐性定律以及最适度原则。试图

从翻译生态学的角度，解读 《天演论》的翻译生态环境、翻译生态功能以及其中所体现的翻译

生态学的基本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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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翻译生态学研究翻译与其周围生态环境 （包括

自然的、社会的、规范的、心理及生理的）之间相

互作用的规律和机理。具体地说，就是将生态学的

研究成果引入翻译学研究，将翻译与其生态环境相

联系，并以其相互关系及其机理为研究对象进行探

究，从而从生态学角度审视翻译、研究翻译，力求

对翻译中的多种现象进行剖析和阐释［１］３。同时，翻

译生态学从分析各种翻译生态环境及其因子对翻译

的作用和影响以及翻译对生态环境的反作用入手，

进一步剖析翻译的生态结构。严复是我国翻译史上

举足轻重的人物，其译著 《天演论》在中国近代史

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本文拟从 《天演论》的翻译

生态环境、翻译生态功能以及其中所体现的翻译生

态学的基本原理等角度对该译著进行阐释，从而指

出严译 《天演论》的诞生是当时的翻译生态环境中

的诸多因子共同作用的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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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天演论》的翻译生态环境

许建忠教授认为，翻译的生态环境，是以翻译

为中心，对翻译的产生、存在和发展起着制约和调

控作用的ｎ维空间和多元环境系统，具体说来，可
以分为翻译的自然环境、翻译的社会环境和翻译的

规范环境。在当时的中国，翻译的社会环境和规范

环境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严复的译本的选择及其翻

译策略的制定；同时，严译本问世后，对于当时的

社会环境和规范环境的转化起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一）社会环境

一般来说，翻译的社会环境包括政治和经济两

大基本要素。鸦片战争期间，西方列强用坚船利炮

打开了中国的大门，清政府腐败无能，屡战屡败，

不得不与列强签订丧权辱国的条约，中国开始陷入

民族危机，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１８９４至１８９５
年的甲午战争中，李鸿章苦心经营的北洋水师全军

覆没，清政府被迫签订 《马关条约》，中华民族的

危机进一步加深。鸦片战争之后，以林则徐、魏源

为代表的有识之士提出了 “师夷长技”，主张人们

放眼望西方。这之后的洋务运动则更加具体，主张

“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在当时，翻译的书籍主要

为技艺方面的书，尽管有一定作用，但收效甚微，

并没有救国家于水火之中。中日甲午战争之后，维

新变法运动展开，维新人士们主张 “兵战不如商战，

商战不如学战”，当时的有识之士已经意识到，仅学

“器物”不足以开民智，中国迫切地需要学习西方

先进的思想、文化和制度来改变国家积贫积弱的境

况。在这种社会大环境下，同时也是在甲午海战战

败的巨大刺激下，身为北洋水师总教习的严复于

１８９６年夏开始翻译 《天演论》。

　　 （二）规范环境

规范环境，又称精神环境或价值环境，它是人

类在社会群体生活中所形成和持有的态度、风气、

气质与观念。在生产生活的过程中，人们会有自己

的偏好和选择，当某些特定的偏好和选择经得住时

间的考验得以保存并发扬时，就会形成整个民族的

风俗、习惯、价值观念等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

就是一个民族或国家的规范环境，它对于本民族人

民的思想和行为会有各种各样的影响。

中华民族倡导爱国主义精神，例如 “天下兴

亡，匹夫有责”，“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在这种文

化的感召与鼓舞下，严复为了唤醒同胞们的灵魂，

尤其是士大夫们的救国热情，选择了翻译 《天演

论》。中华文化倡导包容的精神，主张 “海纳百

川”，加之闭关锁国的弊端已暴露无遗，中国的有识

之士急需来自西方的先进的思想作为救国图强的理

论依据和精神支柱，严译本 《天演论》无疑满足了

这一需求。另外，严译本 《天演论》在语言风格上

选择的是古雅文言，这是因为，当时的中国士大夫

阶级认为白话文是利俗文字，登不得大雅之堂，只

有古代文言文才是正统，在这样的规范环境下，尽

管传播的是先进的西方思想，但严译本 《天演论》

采用的仍旧是传统的古雅文言而不是古代白话文。

严译本 《天演论》之所以获得巨大成功并广为流

传，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其适应了当时的翻译生态环

境，满足了当时的社会需要。

二、《天演论》的翻译生态功能

翻译生态的结构特点就是这个系统由四个基本

部分组成，即无机环境、生产者、消费者、分解者，

其中生产者、消费者、分解者是翻译群落的三大功

能类群。在这个生态结构中，生产者就是译者，是

翻译产品的创造者。消费者一般指译语读者，是翻

译产品的享受者。而分解者就是指翻译研究者了，

他们会通过对翻译现象的分析探讨，得出能指导翻

译的相关理论。生产者、消费者以及分解者这三个

功能团在翻译生态环境中，相互影响，相互协作，

使翻译生态系统在整体上实现 “生产”的目的。

　　 （一）生产者

在翻译生态系统中，生产者就是译者，即严复

本人。在译本的选择和翻译策略的制定方面，严复

起着主导作用。在 《天演论》的翻译过程中，严复

可谓将主观能动性发挥到了极致，用鲁迅先生的话

说，他是 “做了一部 《天演论》”。传统的翻译理论

认为，衡量译文的标准即看其是否与原文一致，这

种观点即 “原著中心论”，它限制了译者的主观能

动性，将译者隐身，降低了译者及译文的地位。相

比较而言，后来出现的多元系统论则更重视译者的

作用与地位，主张在译文中除了作者风格外，还可

以有译者风格，译者既可以遵循源语言规范，进行

“充分翻译”，也可以遵循目标语规范，侧重目标文

本的可接受性。近年来，胡庚申教授提出了以译者

０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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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中心的说法，他认为翻译是 “译者适应翻译生态

环境的选择活动”，也就是说，“译者为中心”的翻

译观可以保障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始终地、自主地做

出任何适应性的选择，甚至包括选择 “被淘

汰”［２］①。从 “原著中心论”到多元系统论，再到

“译者中心论”的变化说明，当今社会，人们越来

越关注译者在翻译活动中的地位。从 “译者中心

论”的角度分析，严复在翻译 《天演论》时，采用

桐城派古文风格，大量地运用改写、换例、“格义”

以及 “会通”均是可以理解并接受的。在 《天演

论》中，除了译文外，严复还添加了大量的按语，

《天演论》实际上是英文原著与严复的体会的结合

体，译者作为生产者，充分发挥了其作用，在翻译

的过程中居于主导地位。

　　 （二）消费者

在生态翻译系统中，消费者就是译语读者或是听

者，当时的主要读者为士大夫和进步人士。消费者在

阅读的同时会对译文进行评判，同时，译文会对消费

者产生相应的影响。孙宝蠧 （１８７４—１９２４），是士大
夫的代表，也是严译本的读者群中的优秀代表，他生

前记有大量日记，其中有数篇是阅读 《天演论》的心

得。１８９８年１２月１７日，孙宝蠧对严译本 《天演论》

的导言四及其按语评论道： “诚如斯言，大地之上，

我黄种及黑种、红种其危哉！”［３］１５８－１５９在阅读 《天演

论》之后，孙宝蠧所代表的士大夫阶级意识到了中华

民族所面临的严峻的民族危机，而这正是严复翻译

《天演论》的初衷。除了唤醒民族意识， 《天演论》

的翻译还起到了开民智的作用，为国人带来了新的价

值观、道德观、政治观和人生观，使人们重新认识这

个世界。梁启超 “戊戌时期深受严复思想的影响，不

时向严氏索阅著译文字并将其思想作为变法维新的理

论武器”［４］３１８。除了士大夫，《天演论》还对当时的进

步青年产生了很深远的影响，鲁迅说 “一有闲空，就

照例吃侉饼、花生米、辣椒，看 《天演论》”，许多人

甚至因此而将自己的名字改为 “竟存”、“适之”等，

例如著名学者胡适②。

　　 （三）分解者

在生态翻译系统中，分解者就是翻译研究者，

既包括当时的评论者如吴汝纶等人，也包括现在的

翻译评论者和英语或翻译专业的学生。吴汝纶是桐

城派晚期的代表人物，对严复的影响很大，严复也

将其视为良师益友，评价他为 “平生风气兼师友，

天下英雄唯使君”。吴汝纶在给严复的信中写道：

“若以译赫氏之书为名，则篇中所引古书古事，皆宜

以原书所称西方者为当，似不必改称中国人

语。”［５］２５１在吴的点拨下，严复在译文中做了一些调

整，删去了一些明显具有中国特色的词句，使译文

在一定程度上保留了源语言的文化特色。翻译评论

者一般会从专业的角度，从不同的出发点对译文进

行评论，从中发现问题，了解问题，解决问题，为

译文做出价值判断，不但给译者提供专业性的建议

和意见，而且把翻译实践提升到理论层次，创新翻

译理论。严复在 《天演论》的 《译例言》中主张

“译事三难，信、达、雅”，指出 “信、达、雅”为

“译事楷模”。然而，也正是这 “信、达、雅”引发

翻译界的不断纷争，概括起来共有三种观点：完全

赞同，部分赞同以及完全否定。在严复所提出的

“信、达、雅”的基础之上，又产生了后来的诸多

观点，鲁迅主张 “信、顺”，张威廉主张 “信、

达”，刘重德主张 “信、达、切”，傅雷的 “形似与

神似”说，许渊冲的 “三美”等观点，可见这些评

论家或者说翻译活动的分解者们在严译本 《天演

论》的基础之上，进一步探索出了一系列的理论，

丰富了我国近现代翻译理论体系。

在 《天演论》的翻译活动中，译者翻译作品，

读者阅读作品，翻译研究者从专业的角度评论作品，

在这个过程中，使得译者翻译水准提高，读者接受

新的思想，翻译研究者通过研究比较得出自己的观

点，并推动翻译理论的进步。译者、译语读者以及

翻译研究者互相影响，相互协作，促进了翻译生态

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三、《天演论》中所体现的翻译生态学

的基本原理

翻译生态学是套用生态学模式来解释翻译现象

的一种新的观点，生态学中的限制因子定律、耐性

定律以及最适度原则，都可用来解释严译本 《天演

论》中的诸多翻译现象。

　　 （一）限制因子定律

德国化学家李比西认为，当植物所需要的营养

１２３

①

②

许教授则认为：“以译者为中心”就是强调以人为中心，是

标准的人类学研究视角，这一切均与生态的和谐包容理念格格不入。

胡适，原名嗣郙，学名洪
!

，字希疆，据说，受 《天演论》

中 “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观念影响，改名胡适，字适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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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质降低到该种植物最小需要量以下的时候，该种

营养物质就会限制该种植物的生长，这就是最小因

子定律。经过多年研究，人们发现生物在一定环境

中生存，必须得到其生存发展的多种生态因子，当

某种生态因子不足或过量时，就会影响生物的生存

和发展。在翻译生态环境中，各种各样的限制因子

是客观存在的，它们对于译者的译本选择以及翻译

策略的制定方面，起到很大的作用。

严复翻译的 《天演论》受到了很多限制因子的

影响，其中严复的个人性格因素十分重要。严复是

个心高气傲、桀骜不驯的人，这一点可以从他的好

友、清政府驻英国公使郭嵩焘对他的评价中得知。

郭在日记中记载道：“又陵才分，吾甚爱之，而负气

太胜者，其终必无成，即古人皆然也。”严复的一

生，虽不像郭氏所言 “其终必无成”，但 “负气太

胜”恐怕是真的。郭在另一篇日记中记载道： “亦

不知又陵之狂，由来固已久也。”［６］郭嵩焘是严复的

忘年交，对他的才学品性自然十分了解，从郭所言

的 “负气太胜”、“狂”可以看出，当时的严复，是

何等的年轻气盛，何等的踌躇满志，面对北洋水师

的全军覆没，身为总教习的他怎么可能善罢甘休，

他一定会用另外一种方式拯救自己的国家，那就是

通过翻译 《天演论》将社会达尔文主义引入中国，

通过开民智、变制度来挽救中国。

严复接受了中英两种教育，他深谙中西两种不

同的思想与文化，在当时他的确算得上是进步人士，

但是严复的骨子里又有保守的一面。虽然他将宣扬

“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 “天演”思想引进中国，

但是在他看来，有些东西是不能 “演”的。严复欲

将其女严
"

许配给熊纯如的侄子洛生，洛生想依照

西方习俗与严
"

先见面再订婚约，严复对此坚决反

对，他说：“必以其文明新法见拘，则前译悉作罢论

可耳。”他甚至在信中写道：“略谓先熟后婚，西俗

向来如此，然而糞合之后，仳离亦多，可知好合之

情，不关乎此。吾俗向凭父母之言、媒妁之约，然

而琴瑟调者，尚甚重矣。”［７］６８８－６８９除了儿女婚姻大

事，在自己的仕途方面，严复同样是保守的。严复

留英三年，成绩优异，回国后先后任教于福州船政

学堂、北洋水师学堂，曾任北洋水师总教习，后升

为北洋水师总办，但严复始终认为自己没有得到重

用，而没有得到重用的原因，就是自己不是 “学而

优则仕”，不是科举出身，于是他连续四次参加科举

考试，每次都不幸名落孙山，他不禁抱怨道：“当年

误习旁行书，举世相视如髦蛮。”［８］１４照理说，严复

有过留英经历，不该对洛生的要求如此反感，也不

应将自己的命运完全寄希望于科举，究其原因，严

复虽有进步开放的一面，但骨子里还是保守的，他

虽一只脚踏出了大门，但身心还是在屋内的。他性

格中的这个特点在 《天演论》的语言风格选择上也

可以体现出来。

当时，严复翻译 《天演论》在语言风格方面有

两个选择：古雅文言和古代白话。严复为什么选择

了古雅文言呢？严复幼时曾接受过较为严格的传统

教育，从七岁到十四岁，他都在私塾读书，他曾说

过：“我辈自束发就傅以来，所读书自 《三字经》

至于二十七史，几无往不闻君臣之义，以其耳熟，

遂若无足深信，无可思忖也者。”［７］１２４１从小所接受的

教育为他打下了深厚的国学底子，同时也让他坚持

自己的语言观，“中国文之美者，莫若司马迁、韩

愈”［７］５１５－５１７。除此之外，严复性格当中保守的一面

也决定了他不会选择古代白话。他在给熊纯如的信

中写道： “设用白话，则高者不过 《水浒》、 《红

楼》：下着将同戏曲中簧皮之脚本。”［９］４３ 《天演论》

问世之前，古代白话文早已出现，作为知识分子及

社会进步人士，严复没有选择更加通俗易懂的白话

文，而是坚持用古文言文，一方面是深受桐城派散

文风格的影响，另一方面，严复骨子里认为白话文

是利俗文字，是登不得大雅之堂的。严复接受过良

好的西式教育，又留学数载，回国后向国人介绍先

进的西方思想时却仍旧采用文言文形式，不能不说

是其保守的性格的体现。

翻译生态学认为，翻译生态环境中的限制因子

对翻译活动有很大的影响，而通过对各种限制因子

的比较研究，可以更好地解释翻译活动中出现的问

题。在 《天演论》的翻译过程中，严复本人的性格

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限制因子，桀骜不驯的一面使他

下定决心翻译此书，而性格中保守的一面又让他在

阐述西方先进思想的时候以古雅文言文作为载体。

　　 （二）耐性定律和最适度原则

１９１３年美国生态学家谢尔福德经过大量调查后
得出这样一个结论：生物对其生存环境的适应有一

个最小量和最大量的界限，生物只有处于这个界限

之中才能生存，而这个界限范围就是生物的耐性范

围。耐性定律就是指生物对其环境的适应存在耐性

限度。后来梅耶根据温度和水分的变化，又提出了

物种分布最适区的原理。翻译生态学是将翻译学和

生态学有机地结合起来的学科，生态学中的耐性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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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和最适度原则对许多翻译现象都有指导意义。严

译本 《天演论》中存在着大量的 “误读”现象，所

谓 “误读”，就是指按照自己的文化传统和思维方

式，自己所熟悉的一切去解读另一种文化。也就是

说，严复在翻译 《天演论》时，已存在 “先入之

见”，而这种 “先入之见”就造成了严译本中诸多

的有意识或是无意识的误读。

赫胥黎在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ａｎｄＥｔｈｉｃｓ一书中阐述了达
尔文进化论，而严复在译本中却主要讲的是社会达

尔文主义，《天演论》实际上是冠赫胥黎之名，行

斯宾塞之实，整个取代过程是通过添加按语、换例、

删节、改写等手段实现的。这样看来，严复并没有

完全忠实于原文，但是任何对严复及其译本的评价

都不能脱离当时的社会环境，严复的误读是出于对

于国家和同胞的一腔热忱，旨在唤醒人们救国图存

的意识。在翻译 《天演论》之前，严复早就熟读了

达尔文、斯宾塞、赫胥黎等人的著作，其中他最认

同的当属斯宾塞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学说。然而为了

更易于让士大夫们接受，严复穿上了赫胥黎所主张

的达尔文主义的外衣，带着社会达尔文主义的 “先

入之见”来翻译 《天演论》，从这一点上来看，严

复的误读是必要的而且是成功的，是读者可以接受

的，也是符合耐性定律和最适度原则的。

在书名的翻译上，也存在一定的误读。书名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ａｎｄＥｔｈｉｃｓ直译就是 《进化论与伦理学》，

而严复译为 《天演论》，他认为： “虽然天运变矣，

而有不变者行乎其中。不变惟何？是名天演。以天

演为体，而其用有二：曰物竞，曰天择。”［１０］２ 《进

化论与伦理学》这个名字过于深奥，当时的士大夫

阶层最初接触这样的词语，难免有抵触心理；而

《天演论》则更为通俗，并且从字面上来看，“天”

字在古汉语中，有 “道”的意思，可以指世间万

物、大自然、宇宙等，“天”还有人格化、神格化的

概念，可以指最高统治者皇帝。 《天演论》这个名

字体现了严复脑海中的中国传统观念的 “先入之

见”，更易于士大夫阶层的人接受这种新的观点，同

时也不失为译者一种明哲保身的方式。

严译本 《天演论》中，在处理英语文本中的特

定的语言文化时，严复会选择有意识的误读，使其目

标读者更易于接受较为陌生的思想文化。例如，原著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ａｎｄＥｔｈｉｃｓ［１１］中，第二章有这么一段话：
Ａｓｎｏｍａｎｆｏｒｄｉｎｇａｓｗｉｆｔｓｔｒｅａｍｃａｎｄｉｐｈｉｓｆｏｏｔ

ｔｗｉｃｅｉｎｔｏｔｈｅｓａｍｅｗａｔｅｒ，ｓｏｎｏｍａｎｃａｎ，ｗｉｔｈ
ｅｘａｃｔｎｅｓｓ，ａｆｆｉｒｍ ｏｆａｎｙｔｈｉｎｇｉｎｔｈｅｓｅｎｓｉｂｌｅｗｏｒｌｄ

ｔｈａｔｉｔｉｓ．Ａｓｈｅｕｔｔｅｒｓｔｈｅｗｏｒｄｓ，ｎａｙ，ａｓｈｅｔｈｉｎｋｓ
ｔｈｅｍ，ｔｈｅｐｒｅｄｉｃａｔｅｃｅａｓｅｓｔｏｂｅａｐｐｌｉｃａｂｌｅ；ｔｈｅ
ｐｒｅｓｅｎｔｈａｓｂｅｃｏｍｅｔｈｅｐａｓｔ；ｔｈｅ＂ｉｓ＂ｓｈｏｕｌｄｂｅ＂
ｗａｓ．＂Ａｎｄｔｈｅｍｏｒｅｗｅｌｅａｒｎｏｆｔｈｅｎａｔｕｒｅｏｆｔｈｉｎｇｓ，
ｔｈｅｍｏｒｅｅｖｉｄｅｎｔｉｓｉｔｔｈａｔｗｈａｔｗｅｃａｌｌｒｅｓｔｉｓｏｎｌｙ
ｕｎｐｅｒｃｅｉｖｅｄａｃｔｉｖｉｔｙ；ｔｈａｔｓｅｅｍｉｎｇｐｅａｃｅｉｓｓｉｌｅｎｔｂｕｔ
ｓｔｒｅｎｕｏｕｓｂａｔｔｌｅ．Ｉｎｅｖｅｒｙｐａｒｔ，ａｔｅｖｅｒｙｍｏｍｅｎｔ，
ｔｈｅｓｔａｔｅｏｆｔｈｅｃｏｓｍｏｓｉｓｔｈｅ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ｏｆａｔｒａｎｓｉｔｏｒｙ
ａｄｊｕｓｔｍｅｎｔｏｆｃｏｎｔｅｎｄｉｎｇｆｏｒｃｅｓ；ａｓｃｅｎｅ，ｏｆｓｔｒｉｆｅ，
ｉｎｗｈｉｃｈａｌｌｔｈｅｃｏｍｂａｔａｎｔｓｆａｌｌｉｎｔｕｒｎ．Ｗｈａｔｉｓｔｒｕｅ
ｏｆｅａｃｈｐａｒｔ，ｉｓｔｒｕｅｏｆｔｈｅｗｈｏｌｅ．
　　译文：譬诸濯足长流，抽足再入，已非前水，
是混混者未尝待也。方云一事为今，其今已古。且

精而核之，岂仅言之之时已哉！当其涉思，所谓今

者，固已逝矣。赫胥黎他日亦言：人命如水中漩

?，虽其形暂留，而漩中一切水质刻刻变易。一时

推为名言。仲尼川上之叹又曰：回也见新，交臂已

故。东西微言，其同若此。（《天演论》第２８页）
原文中，作者用 “人不能两次踏入同一条河

流”的事例来阐述运动与静止辩证统一的关系，

从而得出这样的观点：运动是物质的根本属性和存

在方式，世界上不存在一成不变的事物，只有永恒

运动着的物质。严复在解释这样的观点时，增添了

“仲尼川上之叹”这一源语文本中根本没有的东

西，这种误读是译者有意识而为之，用中国读者更

为熟悉的孔子的观点来佐证文中达尔文主义，进一

步引出社会达尔文主义，这样一来，可以提高中国

士大夫的阅读兴趣，增加译文的可读性。从功能角

度看译者，译者既是原文的 “读者”，同时又是译

文的 “作者”［２］１３。在创作译文的时候，译者必然

带有明确的目的，严复翻译此书的目的在于唤醒民

众，救国家于水火之中，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严复

充分发挥了主观能动性，使译文更容易被接受。

总之，《天演论》不管是中心思想、书名还是

具体内容，都带有典型的 “严氏风格”，这种风格

归根结底源于严复的 “误读”，而这种误读又是基

于严复本人的 “先入之见”。当源语文本中的思想

与译者的意识形态一致时，译者通常不会对其进行

大的变动；而当译者认为源语文本中的内容与译者

的 “先入之见”不符时，译者通常会对源语文本进

行有意识的 “误读”。这种 “误读”虽与原文本不

符，但 “误读”后的译文基本思想与原文仍然保持

一致，关于这一点，许崇信教授有过这样一个很贴

切的比喻：在列车的运行过程中，几乎无法避免车

３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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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的上下抖动和左右摇摆，而这种抖动和摇摆只要

在一定范围内都不影响列车的顺利运行，只有超出

了一定的范围才会发生列车出轨或是倾覆的事故。

也就是说，译文仍在耐性范围之内，仍然满足最适

度原则，严复戴着原文本的镣铐起舞，却依然灵活

自如，充满自己的风格，这也使得严译本在问世之

后能迅速受到欢迎，并且深深地影响了几代人。

四、结束语

生态学视角把翻译研究带入了一个更为广阔的学

术视野，为翻译学研究向跨学科、多学科发展提供了

可能［１２］。生态翻译学把生态学和翻译学有机地结合

起来，利用生态学的模式，解释翻译现象 （作者注：

与本文引用许建忠之 “翻译生态学”相关联的有另一

个容易混淆的概念——— “生态翻译学” （胡庚申，

２００８），就二者的区别，笔者曾请教过许建忠教授本
人。许教授回复 “在胡教授眼里，翻译适应选择论就

是生态翻译学，严格地讲，他还处在从人类学研究视

角向生态学研究视角过渡阶段。如果仔细研究，胡教

授力求构建他的生态翻译学，但又不能摆脱其生物学

的研究视角，这样问题就出来了”。而 “翻译生态

学，顾名思义，是研究‘翻译生态’的学问，是把翻译

作为一个整体的生态系统来描写的”。就这个问题，

笔者有另文专述。）。严复 《天演论》的问世，离不开

当时特定的翻译生态环境，同时严译本 《天演论》也

发挥了相应的翻译生态功能，并且其翻译过程充分体

现了生态学中的限制因子定律，耐性定律以及最适度

原则。本文从翻译生态学的视角对严译本 《天演论》

进行了尝试性研究，希望对有关 《天演论》的比较研

究有所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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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结束语

信息类文本因其特有的语言特点和翻译要求，

汉译时需要在语言层面从多角度以多种策略进行补

偿，从而实现理想的语际间信息传达。对于信息类

文本的译者来说，无论采取何种补偿手段，都应在确

保信息的正确解读及传递的同时兼顾目的语读者的

等效反应，合理、灵活地把握手中的自由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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